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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ｅｐｈｅｎＨｏｗｅｓ

中国必须作出一项实质性承诺，尽管我尚无法断言这项承诺的性质

到底将会如何。

———ＴｏｄｄＳｔｅｒｎ，美国气候变化问题特使①

一　导论

在致力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进程中，中国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已经

获得了广泛的认可；而中国在减排问题上所作出的进一步努力，则将兼具直

接与间接的双重环境效益：一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

国在减排问题上所作出的努力将直接影响世界环境；另一方面，作为超级大

国的中国若能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作出更大的努力，则将促使许多其他发展

中国家或者发达国家采取同样的措施。

中国已经出台了涉及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政策措施，包括提升能源利

用效率、推广可再生能源和植树造林 （Ｓｈｅｅｈａｎ和 Ｓｕｎ，２００８；Ｇａｒｎａｕｔ等，

２００８ａ；国务院信息办公室，２００８）。尽管如此，近些年来中国的温室气体排

放量还是呈现出显著上升的趋势。以通过燃烧化石燃料而产生的主要温室气

体二氧化碳为例，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间，其排放量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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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ｇｅｎｃｙ，２００８）。受到全球经

济衰退的影响，目前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长相对较为缓慢，甚至可能出现负

增长的情况。但是我们可以预期，伴随着经济复苏，温室气体排放量将重新

增长。如果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继续以接近年均 １０％的速度持续增长，
则将不仅抵消发达国家减排努力所取得的成果，也会对全球减排行动造成不

利影响。那么，世界将会对中国给予怎样的期待呢？中国将采取哪些行动

呢？而针对目前几乎毫无进展的全球气候谈判，中国又将发挥什么样的影响

呢？

正如开篇引言所述，以上问题并不简单，而且，回答这些鲜活的问题需

要冒一定风险，因为与美好猜测所截然相反的真实答案，随时都可能呈现出

来。然而，这些问题又是极端重要的，因为再无其他问题与本轮全球气候变

化谈判如此直接相关。基于这种考虑，在本文中我将试图回答上述问题，而

非夸夸泛谈。我将不涉及那些与中国气候变化政策有关的内幕信息，而更多

地着眼于新近公开披露的资料。

为交代必要的背景，我将首先总结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历史与现状。之

后，我将给出一系列在最近几个月中出现于中国的非官方观点，考察它们对

官方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并试图对前文提出的问题作出回答。

二　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沿革

如果旨在减缓国际气候变化的认真行动无法在未来几年内被付诸实施，

那么就气候变化领域而言，过去１０年 （大致从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将被视为失
败的１０年；而如果旨在减缓国际气候变化的认真行动仍然无法出现，那么
过去１０年中的失误则是造成这种恶果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 《京都议定书》在 １９９７年 １２月被制定出来的时候，美国政府依据
其参议院于 １９９７年 ７月通过的博瑞德 －海格尔决 议① （ＢｒｙｄＨｅｇｅ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作出声明，宣称除非发展中国家采取更多行动，否则美国政府
不会推动对该条约的批准。正如时任克林顿总统环境变化问题协调人的

ＴｏｄｄＳｔｅｒｎ（１９９９）所言，除非看到发展中国家更为实质性地参与到温室气

９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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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国参议院以９５票对０票通过的博瑞德 －海格尔决议 （ＢｒｙｄＨｅｇｅｌ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表示美国不

会签署以下两类协议书：第一，协议对附件一中所列举的发达国家限制或者削减温室气体

排放量的任务作出了规定，除非与该协议相关联的其他协议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同期内也对

其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相应的限制与削减；第二，协议将对美国经济带来严重的冲击。



体减排行动当中，美国政府不会将 《京都议定书》提交参议院审议通过。

而在当时，他并未发现发展中国家在此问题上有何实质性行动。

由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所发起的 “全场紧逼”外交攻势，则对

美国实现上述目标贡献甚少 （ＭａｄｅｌｅｉｎｅＡｌｂｒｉｇｈｔ，１９９８）。事后看来，要求

发展中国家接受与发达国家相一致的减排任务，是一项不可能被完成的使

命；而美国在 《京都议定书》墨迹未干的时候，就又试图努力重新达成国

际共识。虽然阿根廷和哈萨克斯坦这两个发展中国家已经表明了它们自动接

受减排任务的意愿 （Ｖｉｃｔｏｒ，２００１），但总的来看，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对

此表示反感，而中国则引领了这种反对的潮流。参加第六届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协议 （ＵＮＦＣＣＣ）缔约方大会的首席中国代表刘江，在 ２０００年坚决主

张道：

混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应承担的不同责任，为 《京都议定

书》附加新的义务，甚至以此作为批准 《京都议定书》的前提，都只

会造成激烈的政治冲突；而这无疑将对国际社会与气候变化作斗争的努

力造成灾难性后果。（Ｌｉｕ，２０００）

结果，没有任何发展中国家接受减排任务。而 ２００１年，在布什总统执

政期间，美国也宣布不批准 《京都议定书》。

今天，美国仍然将其注意力一再地投向发展中国家。如今就任奥巴马总

统气候问题公使的 ＴｏｄｄＳｔｅｒｎ，在今年早些时候总结了当前美国在此问题上

的立场：

我认为我们在此次谈判中所考虑的最基本问题，在于主要发展中国

家如何与发达国家一道表达开展行动的意愿，并承担一定数量的任务。

（Ｓｔｅｒｎ，２００９）

经过１０年以后，中国对此问题的回应几乎没有改变。根据中国气候变

化首席谈判代表苏伟的说法，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发展中国家，而 “哥本

哈根会谈能否取得进展的关键，在于发达国家有无解决问题的政治意愿。”

（Ｗｕ和 Ｈｕａｎ，２００９）

为理解这一长达１０年的分歧，我们必须回到１９９２年出台的 《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协议》（ＵＮＦＣＣＣ），该协议如今已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 １９２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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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批准。正如其导言所述，该协议要求发达国家率先起步，“采取实际

行动……以迈出朝向全球、国家和可能议定的区域性综合应对战略的第一

步。”作为该框架协议的实施方案，《京都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在 ２００８年

１２月以将自身温室气体排放量从１９９０年的水平上削减 ５个百分点作为全球

减排行动的第一步，但是这从来未曾实现。而美国拒绝批准 《京都议定书》，

使该协议的公信力大打折扣，也打击了那些在此问题上率先采取积极行动的

发达国家的积极性，因而极少有国家成功实现了温室气体的持续减排。

这种 “发达国家先走一步”的战略 （我们称之为 Ａ计划），如今已被抛

弃。从环境视角来看，如果发展中国家依然置身于减缓气候变化的国际计划

之外，后果将变得相当危险。在 １９９０年，发展中国家因燃烧化石燃料而产

生的二氧化碳，大约占到全球排放量的 １／４，而到 ２００５年，这个数字上升

到了４０％ （ＩＥＡ，２００７ａ）。无论如何，美国对 《京都议定书》的回应已经

使 Ａ计划在政治上寸步难行；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开始尝试推进一项

使全部主要碳排放国家参与其中的 Ｂ计划。根据 Ｂ计划，发达国家仍然需

要采取更多措施 （以此回应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中对发达国家与

发展中国家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规定），但不再需要率先采取行动。

既有谈判的缓慢进展，说明了达成这个目标的困难程度。由于后工业化

国家未能履行 Ａ计划而 Ｂ计划又牵涉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从 Ａ计划向 Ｂ

计划过渡的进程中充满困难与争吵，其实也并不奇怪。通俗地说，发达国家

在这个问题上无法稳定阵脚。不仅如此，甚至没有任何国家准备重启 《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ＵＮＦＣＣＣ），因为该协议不仅要求发达国家首先采

取行动并承担更多义务，而且要求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旨在减缓

气候变化的任何行动支付议定的全部边际成本 （第 ４３条）。这使得任何发

展中国家都有大量理由来拒绝要求它们承担更多义务的 Ｂ计划。

如果国际社会希望在哥本哈根达成共识或者取得更多进展，那么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而这可以从国际社会对 “巴厘路线图”中三大主要谈判纲领

的分歧之中观察出来。错综复杂的 “巴厘路线图”于 ２００７年 １２月在印度

尼西亚的巴厘岛达成，它可被浓缩为三个要点 （Ｈｏｗｅｓ，２００９；ｄｅＢｏｅｒ，

２００９）①：

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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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的争论不在于这三个要点能否成为达成最为高效和可行的全球共识的基础，而在于它

们是否最有可能成为一项全球协议的基础。ｄｅＢｏｅｒ（２００９）则列出了四个要点，其中第四

个要点与如何管理第三要点所提供的政府资金有关。



 发达国家应当承担与其经济规模相一致的减排目标；

 发展中国家应当采取适当的国家减排措施；

 发达国家应当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或其他支持，以帮助发展中国

家进行减排，并弥补其损失。

尽管以上三个要点获得了广泛共识，但针对其中每个要点的辩论还是非

常激烈。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所有主要发达国家如今都已明确表达了它们到

２０２０年的减排目标。既有的研究显示，到 ２０２０年，发达国家很可能将在

１９９０年的水平上将排放量累计减少 １０％ ～２０％ （Ｈｏｗｅｓ，２００９）；而发展中

国家则要求发达国家至少减少 ２５％ ～４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与在巴厘

会议期间被首次提出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ＩＰＣＣ）第四次

评估报告中的数据相匹配。发展中国家通常倾向于要求发达国家尽可能多地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２００９年 ５月间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组织提

交的报告中，中国号召 “所有发达国家缔约方到 ２０２０年时至少应将其温室

气体排放量在 １９９０年的水平上削减 ４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２００９：

６３）①。

与上述第三个要点关联的分歧同样异常显著。发展中国家坚决主张，用

于降低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国际资金应当充裕 （每年应达到上千亿

美元），并主要通过公共部门支付。在 ２００９年５月提交的报告中，中国号召

“发达国家缔约方每年应当在目前官方援助 （ＤＯＡ）的基础上，拿出其 ＧＤＰ

的０５％ ～１％以分摊发展中国家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成本”（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２００９：６８）②；而这些资金应当指向公共财政，因为 “私人部门

与市场机制只能在制止气候变化的进程中发挥辅助性作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２００９：６８）。发展中国家对大笔资金的要求，被发达国家视为 “过

分要求”而予以推诿 （Ｓｐｉｅｇｅｌ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０９）；发达国家不愿意资助包括中

国在内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开展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工作③，并且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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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相关分歧在于，这些目标是否应该像发展中国家所倾向于主张的那样，仅仅通过国内减排

行动来实现；还是应该像发达国家所倾向于主张的那样，继续通过 《京都议定书》所规定

的灵活性机制———例如国际贸易和国际抵偿 （即 “清洁发展机制”）———予以解决。

ＤＯＡ指官方的发展援助或者资助。

会议讨论了发达国家应当承担总额大概在１０００亿美元的援助义务，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开展

减排等行动。但如果你仔细看一下这个要求，就会发现这笔资金包括了中国、韩国和新加

坡用于减排上的所有费用要求；而即使没有需要其他国家的财政援助，这些国家也能开展

减排工作。而如果把中国、韩国和新加坡的援助要求扣除，发达国家所需支付的金额，就

会大为减少。（Ｓｐｉｅｇｅｌ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０９）



主张：对于发展中国家减排工作的资助，应当主要通过私人部门来进行。

美国在２００９年 ５月提交给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组织的报告中建议：

“较之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应当成为更加主要的资金来源” （美国政府，

２００９：８）。

上述第二个要点与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动密切相关，因而也最为复杂。

目前，对该问题的争论主要在于应当如何测度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动，尚未

涉及该领域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发展中国家应当在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

方面采取哪些进一步行动。国际社会在不为发展中国家设定减排限度 （但

要求发达国家继续按规定履行减排的义务）这点上已经达成了共识；但除

此之外，却尚未取得更多进展。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这个问题都存

在着一系列的看法，但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一方面，发达国家要

求发展中国家制定出既包含量化目标又受到广泛国际认可的减排行动计划；

而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则强调其减排行动应当具有志愿性和自主性，并与

外部资金援助相挂钩。

围绕上述第二个要点而展开的争论，可以通过美国与南非在此问题上所

持有的不同立场反映出来。例如，美国呼吁达成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新协

定，要求发达国家在２０２０年以前完成规定数量的减排指标，同时要求发展

中国家最迟到２０２０年为止，也应当采取 “适当的并且可以量化的国家减排

行动 （比如削减不干预状态下的基准排放量）” （美国政府，２００９：４）。相

反，南非则认为新协定的条款应当仅仅 “提醒发展中国家采取适当的国家

减排行动”，这些条款应该：

初步包含一个发展中国家所计划采取的象征性减排行动的清单，要

求相应的支持必须落实到位，并且包含以下相关信息，即构成这些行动

计划基础的假设和方法、基本控制线以上所应避免的排放量以及象征性

减排所必需的支持 （南非政府，２００９：９７）。

因为上述条款每年都会被更新，所以南非的立场其实是主张使发展中国

家较之发达国家承受相对较弱的法律约束 （因为只有发达国家才会真正出

现在条约上），并使发展中国家的行动更为紧密地与发达国家的支持相挂

钩。

尽管相关观点很多，但上文所列示的第二个气候变化谈判要点，其实才

是最有可能推动当前这轮气候变化谈判的希望所在，因为它受到了相对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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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的认可；而在１０年以前，正是这个领域的分歧为 《京都议定书》的失

败埋下了致命的隐患。特别应该指出，美国在本轮气候变化谈判中没有再对

发展中国家的减排目标进行约束，而如今发达国家已经就它们对发展中国家

所提出的要求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即发展中国家不必为其减排行动设置定量

指标，但应在政策和措施等方面作出承诺。美国在最近几个月中已经对该观

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这在其最近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组织

（ＵＮＦＣＣＣ）所提交的报告中以及其他公开声明中都有所表示。例如，据引

述，美国首席谈判代表 ＪｏｎａｔｈｏｎＰｅｒｓｈｉｎｇ在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２日曾经指出，“我

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就减排问题采取行动，但并不认为需要对该行动结果

作出限定”（Ａｄａｍ和 Ｇｏｌｄｅｎｂｅｒｇ，２００９）。同样是在 ２００９年 ６月，据报道，

Ｓｔｅｒｎ在访问中国时指出，“我们并没有期望中国在此阶段对其温室气体排放

量设置国家上限”（Ｙｏｕ等，２００９ｂ）。

这项方案也表明发展中国家如今准备采取更多的措施。总的来说，在讨

论减排问题的时候，发展中国家仍然可以被归做 “不情愿的国家”（Ｖｉｃｔｏｒ，

２００８），但它们肯定不像以前那么不情愿了。在 ２００８年的五国 （巴西、中

国、印度、墨西哥和南非）声明中，它们已经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就我们而言，我们承诺采取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其他支持可持

续发展的国家行动。我们将在资金、技术和可行性等方面支持此类行

动，使它们能够付诸实施，并不断增加此类行动的深度和广度，使温室

气体排放较无干涉的情况下有所下降。（Ｇ５２００８）

可见，发展中国家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框架组织 （ＵＮＦＣＣＣ）的原

有立场可以被概括为 “我们只有在自己愿意，并且受到外部资金支持的情

况下才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而这种新的立场则可被概括为 “我们在一定

程度上将自觉采取旨在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如果我们能得到外部资金，那

么我们就将采取更多行动”。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之所以出现以上变化，原因是

多方面的。对于美国来说，这可能是总结先前经验教训的结果。在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末期，美国曾经试图动员发展中国家签订温室气体减排的定量目标，

但却遭到了失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今气候变化的风险无疑比 １０年

前更受重视；对于印度—库什—喜马拉雅—西藏 （地球 “第三极”）冰川系

统消融状况的最新估算显示，７５％的冰川将在 ５０年内消融，而这可能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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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地区人民的生命和生活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ＵＮＥＰ，２００８）①。美国重新

回到谈判桌前，至少使得达成谈判协定成为可能；但这同样增加了在无法达

成协议的情况下进行贸易报复的可能性，也对那些重要发展中国家 （首先

面临这个问题的就是中国）作为优秀全球公民所应承担的责任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中国本身在发展中国家减排行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作出过很多表示，但

总的来说，它的立场看起来与南非比较相似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２００９）；而本文剩余的部分就将探讨中国在此问题上可能承诺采取哪些相应

的国内措施。

三　中国的观点

最近，许多中国论文中的讨论涉及了减排的全球共识和减排的国家任务

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下文并不想对这些研究进行全景式的扫描，而将尝

试举例说明相关的争论和立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ｒｅ）项目组 （２００９，

本书第１７篇文章）、潘家华及其合作者 （２００８ａ）以及曹静 （２００８）均考虑

了全球性减排协议的理想形式。以上提到的三篇文章都主张建立一个有中国

全面参与的全球性温室气体排放限额与交易制度。考虑到中国对此问题一向

持有反对立场，在上述文章出现新观点本身，就使这些文章非常有意思；而

文章作者所处的地位，也说明此类研究是非常严肃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ＤＲＣ）是国家发展研究委员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ｕｎｃｉｌ，

ＮＤＲＣ）的智囊团，后者负责制定中国应对环境变化的政策；而潘家华教授

则是气候政策领域的一名优秀学者和政府顾问。

虽然以上三篇文章所提出的建议在许多方面不尽相同，但它们都主张将

各国的人均累积排放量计入其所应承担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指标当中。而

Ｇａｒｎａｕｔ（２００８）则指出，绝大部分发达国家所提出的 ２０５０年温室气体减排

目标，旨在促使各国的人均当前排放量逐步趋于一致；如果分配各国减排任

务的方案着眼于既有的人均排放量而非在未来将要产生的排放量，那么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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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尽管我们注意到最新的科学研究表明，造成这种情况有两个同样难辞其咎的罪魁祸首：一

是由于温室气体所造成的全球气候变暖；二是由于亚洲地区存在 “大气褐色云团”，使低

层大气和煤烟覆盖在冰雪之上，加速冰雪融化而形成的区域气候变暖。



国家则需要更为迅猛地削减其温室气体排放量。例如，依据我的计算，按照

潘家华及其合作者 （２００８）在文章中提出的算法，发达国家到 ２０２０年需要

削减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７６％。①

第二类论文对中国在未来 １０年中关于减排和能源的国内政策提出了构

想。中国科学院 （ＣＡＳ）在２００９年３月发布的 《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

指出：

到２０２０年，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目标是将单位 ＧＤＰ的能源消耗量

从２００５年的水平上削减 ４０％到 ６０％，将单位 ＧＤ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降低５０％。在公平合理的技术转让与资金机制的支持下，中国的碳排

放量将在２０３０～２０４０年间达到最高峰，并将在其后趋于稳定并开始降

低 （ＣＡＳ２００９）。

姜克隽及其所在能源研究所的同事在他们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描述

了一项旨在将能源强度 （即能源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在 ２００５～

２０２０年间削减５０％的计划方案 （Ｊｉａｎｇ等，２００９）。

最后，来自清华大学的政府顾问胡鞍钢 （２００９）先生的一篇文章主张

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应该在２０２０年达到峰值，随后在２０３０年将这个指标

削减到１９９０年的水平，而到 ２０５０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应该被削减至 １９９０

年水平的一半。

那么，此类政策研究与主张将对中国的官方政策产生何种影响呢？基于

上文提到过的共识，在即将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上发展中国家将不会被要求

必须接受排放上限的指标，而相关国际协定更有可能意在对此问题发挥长期

影响。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组织所表现出来的发展方向———或者毋

宁说是根据该组织的既有传统———来推断，一个比较巧妙的折中方案可能是

要求发达国家制定减排的 “目标和时间表”，而要求发展中国家制定减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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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潘家华等 （２００８ａ）认为处于附件一中的发达工业国家到 ２０２０年时要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

在２００５年的水平上削减４０％，并表示这些国家应该在此承诺的基础上再履行 ６０％的国际

减排义务；这相当于要求附件一中的国家到 ２０２０年时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２００５年的水

平上削减７６％ （其中４０％为国内排放量削减额度，其余部分为这些国家所应当履行的国际

减排义务０６×６０％）。通过类似计算，我们可以发现印度则建议发达国家到 ２０２０年削减

８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Ｊａｐａｎ，Ｒｕｓｓｉａｕｒｇｅｄｔｏｉｓｓｕｅ２０２０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ｏａｌｓ’，路透社，

２００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ｌｅｒｔｎｅｔｏｒｇ／ｔｈ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ｄｅｓｋ／Ｌ８６５３６７７ｈｔｍ＞）。



“政策和估计值”。当然，如果希望达成类似的协议，国际社会也应当建立

更为和谐的气候变化谈判机制。① 也许越来越多的国家会采用一种更为全面

的经济衡量指标。如若确实如此，那么以上第一类文章所提出的主张，就指

出了国际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可能会面临的一些困难。发达国家已经宣布了

２０２０年中期政策目标和２０５０年长期政策目标，因而在这个问题上具有先发

优势。然而，当发展中国家突然准备接受定量减排指标的时候，它们却似乎

并不准备接受既有的全球减排义务或者是发达国家已经宣布的那些任务目

标；相反，正如上文提及的三篇文章在字里行间所暗示出来的那样，发展中

国家也许希望同发达国家就既有减排目标重新进行磋商。②

而其余的文章看起来则更为重视短期和当前的谈判框架。正如 Ｇａｒｎａｕｔ

（２００８）在文章中所预示的那样，中国能否将其国内政策作为达成一项旨在

减轻全球气候变化趋势的国际协议的基础呢？

中国如今正准备制定其下一个五年计划，该计划将作用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的这段时间。中国已经制定了一系列与减排和能源相关的目标，而如今许

多媒体报道也暗示中国已经就在下一个五年计划或者在 ２０２０年远景规划中

设定新的政策目标做好了准备。媒体报道显示，中国旨在提高能源效率的既

有目标 （即在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中将能源消耗强度降低 ２０

个百分点），也许将被延伸至 ２０１５年或者 ２０２０年 （Ｃｈｅｎ和 Ｍｉｌｅｓ，２００９）。

事实上，中国已经提出了一项隐性的政策目标：在 ２００５年颁布的 《２０２０年

中国国家能源战略与政策》中设定了到２０２０年 ＧＤＰ翻两番而能源消耗量只

增加一倍的目标，这暗示中国将会削减一半的能源消耗强度 （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２００５）。中国官员最近同样指出，到２０２０年，全国的可再生能源

使用率将达到１５％ （ＮＤＲＣ，２００７）至２０％ （ＡＦＰ，２００９）。还有报道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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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 “自上而下”的整体性政体一般来讲应该会更有效率，这种观点暗示所有

国家都应当设置类似的减排目标或者采用类似的减排政策 （比如征收碳排放税）；但另一些

经济学家则认为 “自下而上”的机制更能促进参与，并且赢得更多的支持。正如 Ｈｏｗｅｓ

（２００９）所讨论的，如果正在减排领域被采用的这种行动机制 （即根据每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制

定不同的政策，对发达国家采取 “自上而下”的方式设置明确的减排标准，而对发展中国家采

取 “自下而上”的方式），虽然也许可以被视作一种关于实现 “可持续发展政策和措施”的具体

想法 （Ｂｒａｄｌｅｙ和 Ｐｅｒｓｈｉｎｇ，２００５），但在既有文献中并无真正意义上的根据。事实上，这种行动

机制虽然没有很多理论的依据，但却确实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能接受的折中方案。

中国可能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它所要参加的温室气体减排协定所设置的任务究竟基于生产

额 （如 《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那样）确定还是基于消费额确定；考虑到中国在全球制造业

中的地位，后者对中国将更为有利。欲了解更多的相关讨论，请参见 Ｐａｎ等 （２００８ｂ）。



中国或许已经准备设置削减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指标 （Ｌｉ，２００９）。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晓强在伦敦指出，“北京 （中国政府）对限制经济

发展中碳消耗强度的观点持开放态度，我们注意到一些专家就此问题提出的

建议，即对降低碳消耗强度设置量化指标。我们已经对这些建议展开了认真

的研究”（Ｂｏｒｇｅｒ和 Ｗａｔｔｓ，２００９）。

胡鞍钢 （２００９）的建议看起来有些不切实际，因为要中国在 ２０３０年将
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削减至１９９０年的水平，是对这个国家提出了过高的要求。
Ｇａｒｎａｕｔ（２００８）认清了这个问题，并指出即便是基于将二氧化碳浓度稳定
在４５０ｐｐｍ的较为严格的全球协议，中国在 ２０３０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指标也

仍然相当于其２０００年排放水平的两倍。不过，根据中国科学院 （２００９）和
姜克隽等人 （２００９）的报告，我们可以猜想：中国将实施一项明确的政策，
通过整合改进能源使用效率与增加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等手段，使其 ２０２０
年的碳排放量在２００５年的水平上减半；这意味着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间的年均碳
排放强度削减比例要达到４５％。

这个目标是否过于宏大，取决于如何理解当前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变化轨

迹图，而人们对此问题的观点分歧甚大。若中国希望在 ２０２０年将其碳排放
强度减半，就意味着需要背离许多机构给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变化曲线———

这要比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 （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的参考案例

低 １０个百分点 （ＥＩＡ，２００９）；比国际能源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ｅｒ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的参考案例低 ２８个百分点 （ＩＥＡ，２００７ｂ）；比麦肯锡全球研究所
的投影图低３０个百分点 （ＭｃＫｉｎｓｅｙ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０７）；比 Ｇａｒｎａｕｔ等人
的投影图低３７个百分点 （Ｇａｒｎａｕｔ等，２００８ｂ）；比 Ｓｈｅｅｈａｎ和 Ｓｕｎ（２００８）
给出的估计值低４５个百分点。①

两个原因使得刻画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变化轨迹图比较困难。第一，

中国负责能源政策的机构非常复杂，而且并不稳定，因此很难估计既有的措

施效力如何。正如 Ｓｈｅｅｈａｎ和 Ｓｕｎ（２００８：４０４）所评论的那样，“中国政府
更多地依赖 ‘命令与控制’等手段，而不是价格与税收手段”。第二，在

２０００年左右，能源使用强度的长期变迁趋势出现了一次结构性变迁 （见图

１）；很难判断２０００年以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的下降程度趋缓到底是暂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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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些研究并未明确对２０２０年的减排量作出清晰的估计，在这种情况下，本文采用 ２０１５年

和２０３０年减排量的中间值及类似指标对 ２０２０年的减排量进行估算。麦肯锡全球研究所以

２００３年的数据为基准数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图像展示了能源消耗强度的变化趋势，而

其他的图像则反映了二氧化碳消耗强度的情况。



扰动，还是开启了一种新的长期发展趋势。Ｇａｒｎｕａｔ等人 （２００８ｂ）认为，包

括那些高速增长的亚洲国家在内的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在

缺乏政策行动的情况下，很难预期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有更大程度的削

减。这也从某个侧面告诉我们，到２０２０年将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半的政策

是多么雄心勃勃，因为较之未把提升能源效率和推广清洁能源作为明确目标

的排放量轨迹线，这项政策意味着要将温室气体排放量下调１／３甚至更多。

图 １　中国的能源消耗强度 （１９８０～２００８年）

注：上图中的比率是能源 （以百万吨煤当量计算）与 ＧＤＰ（以 ２０００年价格水平计
算）的比例。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０８）》，中国统计出版社，ｈｔｔｐ：／／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ｎｄｓｊ／２００８／ｉｎｄｅｘｅｈｈｔｍ；《中华人民共和国２００８年国家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ｎｅｗｓａｎｄｃｏｍｉｎｇｅｖｅｎｔｓ／
ｔ２００９０２２６＿４０２５４０７８４ｈｔｍ。

当然，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强调以上政策承诺也暗示着中国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在未来一段时间还将继续增加，而增加的幅度则取决于中国增长的速

度。如果中国把８％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保持到 ２０２０年，即便在这段期间内

将其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减半，那么这个国家在 ２０２０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还

是将在２００５年的水平上增长７０％。

不过，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还将

继续增长一段时间，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国将温室气体排放量从 ２０２０

年的常态估计值削减１／３，其意义要比大多数人所认为的中国对一个稳定的

国际协定所应作出的公正的或合理的贡献更为重大。例如，在 《郜若素气

候变化报告》（ＴｈｅＧａｒｎａｕｔ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Ｒｅｖｉｅｗ）中，Ｇａｒｎａｕｔ（２００８）为

中国留下了缓冲空间，因此如果我们雄心勃勃地假设２０２０年全球在赤字条件

下的温室气体浓度将稳定在４５０ｐｐｍ当量，那么中国只需在目前的状态下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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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而在对２０２０年全球温室气体状况作出同样预期的情

况下，由 ｄｅｎＥｌｚｅｎ和 Ｈｈｎｅ（２００８）所进行的一项有影响力的研究则指出，

若要达到这个目标，发展中国家只需将其常规排放量削减１５％ ～３０％。

中国所作出的政策承诺，应当不仅充满雄心，也值得人们信任。而对于

中国的政策承诺是否可信这个问题，目前只能进行初步的研究。迄今为止，

对于现阶段每年削减 ４％能源消耗强度的目标，中国只取得了有限的成果；

而如果中国希望在 ２０２０年将其碳排放强度削减一半，那么这个目标还必须

在下一个１０年中被继续坚持。就我的总结而言，根据可以获得的最新统计

数据，中国在２００８年底只达到了其２００５年所确定的削减能源消耗强度目标

的８％ （图２）。① 中国制定了２０１０年将能源消耗强度在 ２００５年水平上削减

２０％的目标，但在距离２０１０年只有不到两年时间的２００８年底，中国尚未完

成该计划的一半。不仅如此，中国在 ２００８年所完成的能源消耗强度削减指

标，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经济衰退而非其本国政策的结果，因为经济衰退对

中国能源依赖型企业的打击尤为严重。

如今，中国的能源构成显示出了一定的稳定性。从 ２０００年开始，煤和

天然气在能源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石油产品的比例不断下降，而核能和

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则没有发生变化 （图３）。如果我们假设中国从现在到２０２０

年的年均增长速度保持在８个百分点，而且最终能够达到其削减能源消耗强度

的指标，那么如果希望到２０２０年时可再生能源占到所有能源消耗量的 １５％，

就要求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率从现在起以年均９％的速度不断增加；而如果希望

到２０２０年时可再生能源占到所有能源消耗量的２０％，那么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率

从现在起就必须以年均１１％的速度不断增加。如果煤、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耗量

不变，那么通过增加１５％的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大约可以降低能源中２０％的

碳排放比例。而如果与石油和天然气相比，煤的使用比率继续提高，那么通过

提升可再生能源使用比率所取得的效果，将会在一定程度上被打折扣。

除了上述被引用的文章之外， “２０２０年远景规划”也明确指出到 ２０２０

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半的目标是可行的，并给出了该方案可能带来的一系

列结果。到２０２０年时削减５０％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目标，要比国际能源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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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较之中 国 所 报 告 的 数 值 （例 如 １０１％，参 见 ‘Ｃｈｉｎａ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ｉｎｇｒｅｅ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新 华 社，２００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ｃｃｈｉｎａｇｏｖｃｎ／ｅｎ／ＮｅｗｓＩｎｆｏａｓｐ？ＮｅｗｓＩｄ＝

１７８３６＞），７７％的累积排放量削减值相对较低。我的数字是通过整合 《２００８年中国统计

年鉴》和 《２００９年统计公报》中的数据计算得到的；而更为新近的数据则与产出 （自

２００６年以后）和能源消耗 （仅２００８年）相关。



图 ２　能源消耗强度的增长趋势：现状和目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０８）》，中国统计出版社，ｈｔｔｐ：／／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ｎｄｓｊ／２００８／ｉｎｄｅｘｅｈｈｔｍ；《中华人民共和国２００８年国家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ｎｅｗｓａｎｄｃｏｍｉｎｇｅｖｅｎｔｓ／
ｔ２００９０２２６＿４０２５４０７８４ｈｔｍ。请同时参阅前页注释和图１的注释。

图 ３　中国的能源构成情况 （１９９０～２００７年）（以百分比计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０８）》，中国统计出版社，ｈｔｔｐ：／／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ｎｄｓｊ／２００８／ｉｎｄｅｘｅｈｈｔｍ。

（ＩＥＡ）在２００７年以及 Ｓｈｅｅｈａｎ和 Ｓｕｎ（２００８）在其论文中所公布的政策方
案估测值低２０个百分点。① 与其他机构相比，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对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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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际能源组织的 “替代性政策方案”建基于该方案确立时 （２００７年）所考量的中国环境政

策；而 Ｓｈｅｅｈａｎ和 Ｓｕｎ文章中最为雄心勃勃的政策案例则在此被用以比较，在这项政策中，

能源密集型工业的地位将被缩减，能源价格将被提升，工业和交通中的能源消耗强度则将

被改善。如同上文一样，当２０２０年的确切数值不存在时，我们采用中间值进行替代计算；

麦肯锡案例则主要基于２００３年的情况。



能在多长时间内改变能源政策的估计一般都更为乐观。不过即便如此，基于

他们的估计，若仅考虑使用现有技术从事营利性的能效增加工作，到２０２０年
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也将达到 ２００５年的 ６０％ （ＭｃＫｉｎｓｅｙ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０７）。当然，麦肯锡在进行估算时只考虑了改进能效对温室气体排
放的影响，而除此之外，正如上文所讨论的那样，增加可再生能源使用率也

已成为了中国的政策目标，而这将进一步推动削减中国的碳排放强度。

总的来说，在２０２０年将中国碳排放量从其２００５年水平上削减一半的任
务目标，看起来确实雄心勃勃。事实上，美国也积极地肯定这一目标，正如

其首席谈判代表所评论的，就中国在未来５年内可行的减排目标而言，“如
果中国在提高能源效率方面取得进展，那么 ２０％将是一个非常优秀、非常
有力的数字” （Ｓｐｉｅｇｅｌ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０９）。① 中国的减排目标确实过于雄心勃
勃，加之中国近些年来在降低能源消耗方面取得的成效有限，这个目标在某

种程度上看起来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不过，其他国家更愿意鼓励中国接受一

个有雄心的目标，而不是警告中国这个目标难以实现。② 中国的政策方向是

清楚的，国际社会期望这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将为中国进行包括引入碳定价机

制 （ｃａｒｂｏｎｐｒｉｃｉｎｇ）在内的更广泛改革提供动力。
中国若想推动国际谈判，就不仅需要宣布基于上述口径的任务目标，也

要准备对此问题作出国际承诺。如果中国不准备像发达国家所期望的那样签

署关于这一问题的国际协议，它也应当作出碳排放量减半的国际承诺，以此

作为对其未来政策的量化但不具硬约束力的指标。一旦达成国际协议，国际

监督就会出现；而如果中国不准备寻求达成该协议的国际资金，那么它就不

会在最近的声明中接受国际监督 （ＮＤＲＣ，２００９）。③ 同样，如果我们已经看
到共识，也并非不可能就此问题达成折中的解决方案。

四　总结

当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在总体上呈现出前景暗淡和进展缓慢的情况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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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文集中关注在２０２０年将２００５年碳排放量减半的可能性协议。如果能源的碳排放系数不

变，那么对碳排放系数减半就意味着对能源的使用强度减半。若想在２０２０年达成削减能源

使用量一半的目标，就要求在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和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的每个五年

期间各削减２０％的碳排放量。

考虑到发达国家在履行其自身 《京都议定书》目标时的不良记录，这种做法就更加正确了。

“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要求仅适用于获得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支持的相关行

动 （ＮＤＲＣ，２００９）。



文关注了中国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间将其碳排放量减半的可能性。

这件事情远非铁板钉钉。不过，我们虽然尚无法断言中国是否将对其减

排行动作出承诺，但是对于这个问题也并非一无所知。中国很有可能将继续

推行其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项目，也很有可能会将此项目与推广可再生能源

的项目进行整合，从而制定出削减高碳排放量工业 （在 ＧＤＰ中的比重）的

２０１５年或２０２０年目标。如若果真如此，那么到 ２０２０年，中国就可以完成
碳排放量减半的任务，而这无疑将会满足甚至超越后工业化国家对中国的期

望。这项任务不但雄心勃勃，而且任重道远，虽然有可能性，但却不会轻易

实现。而如果这项任务能被提升为国际承诺，并成为对未来政策的一项定量

的、不附加义务的指标，那么它就更将使得包括后发达国家在内的更广泛的

国际社会感到满意。①

有许多原因可能使中国接受这项任务，但并不准备将此作为国际义务，

包含此类承诺的协议框架，也许难以达成共识。正如前文所言，即使在不完

成减排要求也不会受到惩罚的情况下，中国或许仍不准备提交相关的国际备

忘录和报告，而且在发达国家对中国提出的要求与它们所应给予中国的帮助

等方面，也还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本文第二部分就指出了与减排目标和公共

资金相关的诸多缺口。

即使参与气候变化谈判各方之间的分歧过于巨大以致在未来数年内都无

法弥补，即使不可能达成任何国际协议，中国最近的政策进展也是值得肯定

的。出于对能源安全、本地空气污染以及气候变化等问题的考虑，无论是否

签署相关的国际性条约，中国似乎都将推行本文中所分析的、旨在提高能效

与推广清洁能源的政策。如果美国能够通过对于温室气体排放数额和贸易进

行规制的法案，那么对驱动国家行动的国际协议的需要则会进一步削减。世

界上两大主要国家的共同行动，要比任何多边协议所制定的惩罚规则都更有

影响力；而当没有任何条约可供谈判，或者美国参议院一再拒绝批准任何替

代性协议时，大国间的协同行动则可能提供一项有用的解决问题方案。从更

加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在达成一项成功的国际协定前所需克服的困难已经给

定的情况下，越多的国家在未确定国际义务的情况下率先采取国内行动，缓

解国际气候变化的前景就会越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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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国在２００９年５月份向哥本哈根会议提交的报告中指出，该国希望主要发展中国家对各自

排放温室气体的峰值年份进行确认，并声明各自打算接受约束性减排任务的年份。目前尚

不清楚中国是否将遵循该口径作出减排承诺；但由于中国出台了雄心勃勃的提案，解决该

问题的折中方案可能很快即将出现。



综上所述，通过一项旨在减缓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议，无疑将在全球范围

内刺激各国采取相应的国内行动，而且将特别有利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在这个问题上相互理解，从而就各自应在这一进程中所承担的 “公平份额”

达成共识。中国若能作出到 ２０２０年将其碳排放量减半的国际承诺，辅以西

方国家在减排和提供公共资金 （尽管可能要冒一定风险）方面采取更多行

动，就将为全球性框架打下最好的基础。尽管许多文章最近呼吁在气候变化

领域进行中美合作，但这种合作主要局限于技术领域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２００８；

Ｃｈｕ和 Ｔｈｏｒｎｔｏｎ，２００９；Ｌｉｅｂｅｒｔｈａｌ和 Ｓａｎｄａｌｏｗ，２００９）；而中美两国旨在推

动该领域全球性合作的共同努力，则将更富影响力，并将打破长期停滞的全

球气候谈判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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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国


